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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2003—2013 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中 135 家中国厂商为样本，基于非对称二元变量关联系数和基于卡 

方检验的类别变量关联系数，测算了市场经济地位标准 1法律判定中考量要素间的关联，根据结果分析了涉案产 

品上游产业国有或集体集中度、产业税收优惠、应诉厂商重要成员政治背景和股权转移对微观维度市场经济地位 

判定的影响。实证表明，微观维度下欧盟对华市场经济地位判定实践存在自由裁量权带来的任意性问题，微观维 

度的市场经济地位判定结果并非如欧盟反倾销法规所阐述的完全属于应诉厂商异质性的结果，外资和私营应诉厂 

商与国有和集体应诉厂商相比并非一定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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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动机、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市场经济地位是 WTO 框架下所允许的西方大国 

对华施行的歧视性反倾销法规。根据中国历年应诉反 

倾销经验，对华贸易和反倾销大国的欧盟一旦对中国 

和其他国家一起实施反倾销措施，中国厂商税率就要 

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厂商，究其原因与中国厂商难以通 

过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检验有着重大关联。2013年欧盟 

对华光伏组件反倾销案件中中国厂商无一获得市场经 

济地位，以致所有厂商在初审中均被判定存在倾销行 

为。根据WTO和欧盟相关统计， 尽管WTO规定中国 

将在 2016年 12 月取得整体市场经济地位，近年来中 

国遭受反倾销措施的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而历年成 

功获得欧盟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应诉厂商不仅数量屈 

指可数， 而且在 2010年以后无一家中国厂商在应诉欧 

盟反倾销中成功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如图 1所示。 

中国厂商能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将很大程度上决 

定其应诉反倾销的成败 [1] ，然而欧盟对于微观维度市 

图 1  历年中国遭受反倾销数与获得欧盟MET中国厂商数 
① 

场经济地位法理考量要素纷繁冗杂。为了挖掘诸多要 

素之间的关联以及隐藏在关联背后欧盟判定倾向以及 

基于产业利益的深层次考量，本研究借鉴了数据挖掘 

中的聚类思想，对争议最大的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标准 

1 的考量要素关联进行测算和分析，为揭示市场经济 

地位的歧视性本质、提高中国厂商市场经济地位申请 

成功率、 帮助中国厂商有效应诉反倾销提供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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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盟于  1979 年对华进口糖精发起第一起反倾 

销调查以来，一直有学者和业界人士就中国市场经济 

地位问题展开探讨，大多从国家或产业层面评估中国 

市场化程度，站在微观厂商应诉视角的相关文献主要 

是基于法律和会计。法律视角的国内外文献结合经典 

案例争议焦点分析 WTO 协议和各国国内法市场经济 

地位的法理规定，主要观点为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法律 

阐述不明晰 [2] ，不仅违背了WTO反倾销协议 [3] ，而且 

实践中存在判定不统一与不合理性 [4] ，导致中国厂商 

反倾销税率明显高估，因此法理上和实践上均存在需 

要调整之处 [5, 6] 。 会计视角的文献主要总结了影响应诉 

厂商市场经济地位申请结果的会计因素 [7] ，并进一步 

实证分析了会计准则趋同对微观厂商市场经济地位申 

请结果的影响 [8, 9] 。 然而法律视角的观点缺乏微观厂商 

统计数据和合适的测量方法来支持，自然也无法分析 

欧盟对于中国厂商市场经济地位判定的诸多考量要素 

的关联及其背后的原因；会计视角偏重于分析中国厂 

商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的技术层面问题，忽略了技术层 

面背后基于竞争的各种宏观利益考量要素。以往文献 

尚未就这样三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一，法律要件 

上认为微观维度的市场经济地位判定具有不合理性观 

点缺乏微观厂商数据和合适的测量方法来支持。 第二， 

没有回答微观维度的市场经济地位判定是否确实如欧 

盟反倾销法律阐述是属于企业异质性的结果。第三， 

私营和外资厂商相比国家和集体厂商是否一定能获得 

市场经济地位未有相关证据支持。 

综上所述，基于微观厂商视角的应诉实证能够支 

持更为深入的反倾销研究 [10] ，特别是将实证与国际经 

济法研究相结合是一种发展趋势，然而微观层面的应 

诉信息难以获取使得从应诉厂商层面来探索市场经济 

地位申请、抗辩及最终结果的实证研究成为一个“黑 

箱” 。为了突破该现实困境，本研究按如下研究思路来 

探索微观维度欧盟市场经济地位判定的考量要素以及 

要素关联所反映的深层次原因：首先，通过研读欧盟 

对华反倾销涉案产品的法律文件来抽取和提炼欧盟对 

中国厂商市场经济地位标准 1检验的考量要素； 然后， 

以考量要素为研究变量，鉴于变量的非对称性特征， 

同时采用数据挖掘技术中的非对称变量测量系数和基 

于卡方检验的类别变量关联系数来测算要素关联和划 

分要素类，进而挖掘要素关联所反映的深层次联系与 

战略考量。由于欧盟市场经济地位的 5 项标准中，标 

准 1是中国厂商最难通过和考量要素最多的标准 [11] ， 

和偏重技术层面厂商会计信息检验的标准 2相比，标 

准 1 的检验内容更能体现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检验技术 

层面背后的各种深层次考量，因此选择标准 1 考量要 

素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 

二、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标准 1 考量要 

素分布统计与关联度测量方法 

(一) 考量要素的应诉厂商数量分布 

借鉴  Robert(2012)的分类方法，通过研读欧盟贸 

易保护公告搜索数据库中 2003—2013 全部 74 起中国 

应诉欧盟反倾销案件的调查公告 
② 
，抽取、提炼出欧盟 

对标准 1的 27个考量要素， 每种考量内容和由该考量 

而被拒绝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厂商数量分布如图  2~4 
所示 

③ 
。 

从数量分布上看考量要素多达 27种， 但厂商数量 

分布集中在前 9个要素上， 其余 17个考量要素的厂商 

数量均在 10以下。如果以 20家厂商数量作为关键和 

非关键要素的分界线，那么关键要素仅有 9个，该结 

果与  Robert(2012)结果基本一致。大部分考量不能直 

接证明中国厂商存在显著政府干预。 其中， “营业执照 

图 2  考量要素 F1F9的厂商数量 

图 3  考量要素 F10F17的厂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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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考量要素 F18F27的厂商数量 

或公司章程有限额规定 F11”“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取贷 

款  F8”“营业执照期限短(1 年)F20”和“党组织参与 

职工福利分配决策  F23”与应诉厂商是否存在政府干 

预并不相关； “所属行业在调查期间存在政策性支持或 

补助 F1”和“主要投入原材料的国内市场定价机制存 

在政府政策性干预 F2” 考量的是涉案产品所属产业及 

其上游产业； “与国有企业等具有政府背景的组织存在 

往来或借贷业务 F3”和“主要原材料供应商或往来方 

为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 F4” 考量的是中国厂商往来方 

的所有权性质；即使是“目前或曾经为完全国有企业 

或者国有控股企业 F6”和“重要股东、董事会成员或 

高管人员具有国家背景 F7” 也不能实质证明应诉厂商 

存在显著政府干预，因为前者将经过市场改制的企业 

视同为调查期间仍然是国有企业，后者根据个别董事 

会成员及高管人员的政治面貌推定应诉厂商存在政府 

干预。

值得注意的是，因“未回复或未提供充分信息， 

提供错误、矛盾、伪造信息  F12”而被否定的厂商数 

量最多，为 42家， 侧面反映应诉厂商在较短的规定时 

间内提交具备证据属性的抗辩信息的能力还有待 

提高。

(二) 测量方法与样本 

如果将每一种考量要素作为一个变量，则变量只 

有两种值：该种考量存在为 1，不存在则为 0，从信息 

含量上看变量为非对称二元变量，即样本中 00 配对 

为无意义配对。理论上选择数据挖掘技术中的非对称 

二元变量系数是合理的 [12] ，但统计学上非对称二元变 

量关联系数不能提供显著性检验。如果选择以卡方检 

验为基础的关联系数，当样本中 00 配对较多时，可 

能会对弱关联测算出高显著性 [13] 。考虑准确性和稳定 

性，本研究同时使用最著名非对称变量关联系数 

Jaccard、基于卡方检验的类别变量关联系数 Phi 和最 

严格类别变量关联系数  GoodmanKruskal  tau 来测算 

要素关联。 

从 2003至 2013年欧盟披露的所有 74起对华反倾 

销案件中，查阅到有 288家中国厂商申请了市场经济 

地位，在标准 1 上欧盟只披露了没有通过检验的 162 

家厂商的抗辩细节和判定考量，其他厂商抗辩信息没 

有披露，标准 1 是 5 项标准中未通过厂商数量最多的 

标准。27个考量要素中，前 9个关键要素上的厂商数 

量超过了 20，其他要素的厂商数量均在 10 以下，因 

此只测算前 9个关键要素的关联度。27家厂商在 9个 

关键要素上的变量值全为  0，由于无意义  00 配对样 

本数量过多可能会使基于卡方的类别变量显著性结果 

不准确，因此这 27家厂商也予以剔除。最后剩下 135 

家抗辩信息完整的厂商可以进入测算样本。 

三、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标准 1 考量 

要素关联度结果与分析 

(一) 考量要素关联与显著性 

利用 SPSS19.0输出非对称变量关联系数、 基于卡 

方检验的类别变量关联系数和卡方检验结果后，还需 

要设置阈值来划分考量要素类，类中要素应该具有较 

强关联和良好显著性 [14] 。根据输出结果，  F1 到  F5 

要素、F6 与 F7 要素分别显示出较高的关联系数和良 

好的显著性，可分别聚为要素类。两种方法下要素聚 

类的结果一致，其他要素要么显著性未达标准，要么 

关联性较弱。按关联和显著性的要素聚类结果如表 
1~3所示。本研究还使用非对称变量关联的 Dice系数 

和  Kulczynski2  条件概率，以及基于卡方检验的 

Gramer’ V和 Lamda系数来测算要素关联，最后要素 

聚类的结果是一致的。 
(二) 考量要素关联度结果分析 

1. 考量要素关联度的整体分析 

三个矩阵均显示前  5  个考量要素间存在较强关 

联，第 6 和第 7 个要素间存在较强关联，但 9 个要素 

整体上不存在较强关联， 即在所有多达 27个考量要素 

中存在较强关联度的因素数量不到 1/3， 从统计上看这 

些要素可能不是在测量同一个标准，支持了欧盟判定 

实践中对微观维度的市场经济地位判定具有非合理、 

不连续和不统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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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Jaccard关联系数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  1.00 

F2  .903  1.00 

F3  .686  .750  1.00 

F4  .706  .774  .964  1.00 

F5  .939  .848  .649  .667  1.00 

F6  .054  .057  .098  .078  .052  1.00 

F7  .054  .057  .098  .078  .052  .697  1.00 

F8  .000  .000  .000  .000  .018  .000  .000  1.00 

F9  .014  .014  .014  .000  .014  .029  .045  .000  1.00 

表 2  Phi和 GoodmanKruskal tau系数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  1.00 

F2 
.937** 

.878a** 
1.00 

F3 
.763** 

.582a** 

.820** 

.672a** 
1.00 

F4 
.784** 

.614a** 

.840** 

.706a** 

.977 

.955a** 
1.00 

F5 
.960** 

.921a** 

.899** 

.809a** 

.729** 

.532a** 

.750** 

.562a** 
1.00 

F6 
.149 

.022a 

.127 

.016a 

.036 

.001a 

.073 

.005a 

.163 

.027a 
1.00 

F7 
.149 

.061a 

.127 

.016a 

.036 

.001a 

.073 

.005a 

.163 

.022a 

.775** 

.600a** 

1.00 

F8 
−.247** 

.061a** 

−.232** 

.054a** 

−.232** 

.054a** 

−.227** 

.051a** 

−.212** 

.045a** 

−.232** 

.054a** 

−.232** 

.054a** 
1.00 

F9 
−.329** 

.108a** 

−.304** 

.093a** 

−.304** 

.093a** 

−.336** 

.113a** 

−.345** 

.119a** 

−.265** 

.070a** 

−.225** 

.051a** 

−.305** 

.093a** 
1.00 

a.基于卡方近似值 

**为近似值 sig.小于 0.01 

数据单元格内上行为 Phi系数，下行为 GoodmanKruskal tau系数 

2.  基于上游产业国有或集体集中度的考量要素 

关联度分析 

“所属行业在调查期间存在政策性支持或补助 
F1”“主要投入原材料的国内市场定价机制存在政府 

政策性干预  F2”“与国有企业等具有政府背景的组织 

存在往来或借贷业务 F3”和“主要原材料供应商或往 

来方为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 F4”显示较强关联，我们 

认为该结果反映了欧盟倾向以上游供应商或上游产业 

的国有或集体化程度来推定下游应诉厂商是否存在显 

著政府干预。原因是欧盟认为如果涉案产品的上游产 

业存在政策性影响，这种影响会以价格形式传递到下 

游产业。为查证观点，我们首先通过红盾网搜索并统 

计了这  4 项考量要素的对应变量值都为  1 的一共  28 
家中国应诉厂商的所有权性质，其中国有或集体性质 

的厂商仅为 5 家，外商独资或为第一大出资人的厂商 

有 7 家，港澳台商独资、外商或港澳台商与内地合资 

或者内地民营等其他厂商为 16家， 可见欧盟并未因为 

外资或港澳台资身份就一定给予厂商市场经济地位 
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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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卡方检验结果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2 

118.517a** 

113.086** 

.000 

F3 

78.637a** 

74.225** 

.000 

90.721a** 

85.803** 

.000 

F4 

82.920a** 

78.327** 

.000 

95.349a** 

90.263** 

.000 

128.973a** 

123.017** 

.000 

F5 

124.379a** 

119.126** 

.000 

109.193a** 

104.092** 

.000 

71.805a** 

67.681** 

.000 

75.892a** 

71.593** 

.000 

F6 

2.996a 

2.186 

.128 

2.160a 

1.459 

.193 

.179a 

.026 

.797 

.721a 

.341 

.596 

3.606a 

2.729 

.082 

F7 

2.996 a 

2.186 

.128 

2.161a 

1.460 

.193 

. 179a 

.026 

.797 

.721a 

.341 

.596 

3.606a 

2.729 

.082 

81.002a** 

76.377** 

.000 

F8 

8.264 a** 

6.773** 

.002 

7.255a** 

5.814** 

.004 

7.255a** 

5.814** 

.004 

6.931a** 

5.506** 

.008 

6.062a** 

4.822** 

.015 

7.255a** 

5.814** 

.004 

7.255a** 

5.814** 

.004 

F9 

14.600a** 

12.960** 

.001 

12.501a** 

10.933** 

.000 

12.501a** 

10.933** 

.000 

15.242a** 

14.382** 

.000 

16.069a** 

14.382** 

.000 

9.469a** 

8.111** 

.001 

6.858a** 

5.709** 

.011 

12.520a** 

10.832** 

.000 

a.0单元格(.0%)期望计数少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6.43 

**为渐进 sig.(双侧)小于 0.01 

数据单元格内第 1行为 Pearson卡方值，第 2行为 2×2表连续校正，第 3行为双侧 Fisher精确检验 Sig 

然后我们查询《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并分别测算 

了以上厂商涉案产品的上游产业在调查年度中的国有 
/集体以及私营/外资集中度，结果如表 4所示。 

化工涉案产品三聚氰胺的上游产业是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表 6 数据显示在调查年度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的国有和集体厂商的数量比率、内销率和单位厂 

商内销额均明显超过了私营和外资厂商。在如此明显 

的上游产业国家垄断背景下，欧盟认为由于中国国内 

的天然气市场是由三家国有企业垄断，尿素生产厂商 

的天然气获取价格明显低于将天然气用于尿素生产以 

外用途厂商的获取价格，这种双重定价机制反映从天 

然气中提取尿素再投入生产的中国厂商的原材料获取 

价格存在显著国家干预。对于从非关联供应商购买尿 

素的中国厂商，欧盟认为由于中国尿素市场存在进口 

配额、进口关税、免征增值税和政府直接购买尿素作 

为国家战略储备的影响，且尿素生产商还可以享受电 

费、铁路运费和天然气的优惠，尿素出口先知和国内 

优惠政策使得尿素的出口量减少，国内供给增加，从 

而导致国内尿素价格下跌，反映中国厂商采购价格是 

政府干预的直接结果。 

有机涂层钢板和碳钢紧固件的上游产业是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调查年度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的国有和集体厂商的数量比率虽然远低于私 

营和外资厂商，但从内销率来看，调查年度的国有和 

集体厂商的内销份额与私营和外资厂商的持平且略 

高。同时，国有和集体厂商的单位内销额最低也超过 

了 14亿元，最高达到 54.53亿元，而私营和外资厂商 

的单位内销额最高未超过 5亿元，反映不到数量 20% 
的国有和集体厂商能够获得的内销收入与数量超过 
80%的私营和外资厂商持平。在外资厂商明显不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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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涉案产品上游产业的国有/集体和私营/外资集中度 
⑤ 

国有/集体集中度 私营/外资集中度 

上游产业 涉案产品 调查年度 
数量比率(%)  内销率(%) 

单位厂商内销 

额(亿元/家) 
数量比率(%) 内销率(%) 

单位厂商内销 

额(亿元/家) 

2008  60.79  92.46  71.26  39.21  7.54  8.16 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 
三聚氰胺 

2009  53.31  92.38  56.94  46.69  7.62  4.82 

2006  18.81  55.77  14.20  81.19  44.23  1.73 
碳钢紧固件 

2007  16.45  54.34  20.31  83.55  45.66  2.24 

2010  9.97  50.53  40.74  90.03  49.47  3.34 

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 

工业 
有机涂层 

钢板  2011  10.24  49.84  54.53  89.76  50.16  4.93 

2007  42.80  63.27  1.94  57.20  36.73  0.57 
特定铝箔 

2008  36.47  56.01  2.20  63.53  43.99  0.67 

2008  36.47  56.01  2.20  63.53  43.99  0.67 特定铝制车 

轮毛坯  2009  35.63  53.68  2.24  64.37  46.32  0.73 

2010  33.44  53.79  3.34  66.56  46.21  0.99 

有色金属矿 

采业 

1铝箔小卷 

2铝散热器  2011  37.35  55.06  4.68  62.65  44.94  1.59 

游产业市场优势的背景下，欧盟认为两种涉案产品的 

主要原材料热压钢卷的中国钢铁制造商大部分是国有 

厂商，其生产能力受中国的五年产业计划的影响，特 

别是最近的第 12个五年计划， 再加上出口限额和关税 

的影响， 使得应诉厂商的生产成本存在显著国家干预。 

比如在碳钢紧固件案件中，欧盟认为主要原材料钢盘 

条的生产商——鞍钢和宝钢，在调查年度均接受了政 

府补贴，且整个中国钢铁行业在调查年度的前十年接 

受了总金额巨大的各种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 

涉案铝制品的上游产业是有色金属矿采业，在调 

查年度有色金属矿采业的国有和集体厂商的数量比率 

虽然均小于私营和外资厂商，但国有和集体厂商的内 

销率均大于私营或外商，国有和集体厂商的单位内销 

额也明显高于单位私营和外商企业。值得注意的是  4 
种涉案铝制品的立案时间均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爆发以后， 欧盟认为 2008年中国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刺 

激政策中包含一份国家储备局从冶炼商购买铝原料来 

支持冶炼商经营的计划，通过国家储备局和其他政府 

主体同时扮演铝原料的销售方和购买方， 在 2008年全 

球经济危机减少全球铝需求的情况下该计划人为地增 

加了铝的国内需求。这种国家安排的购买显著扭曲了 
2009年上半年铝原料的国内市场价格，于是欧盟推定 

所有的中国应诉厂商在上游产业供应商选择和采购价 

格上存在重大政府干预。 
3. 基于税收优惠的考量要素关联度分析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F5” 与前 4个考量要素均显 

示较强关联，我们认为原因是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在 

2008  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前遵循地域导向原则，2008 
年后遵循产业导向。即使欧盟在反倾销法中明确表示 

市场经济地位检验是基于微观应诉厂商的技术性操 

作，在实践中欧盟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从地域或 

产业来推定单个申请厂商，基本上只要欧盟发现应诉 

厂商所在产业或地域存在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就会推 

定该应诉厂商存在政府干预。 比如在 2011年铝箔小卷 

案件中， 欧盟认为中国政府在其第 12个铝工业五年发 

展计划(2011—2015)中通过“调整税收和出口退税以 

及其他经济杠杆，严格控制铝制初级产品的扩展和出 

口”的特别税收计划来促进中国铝工业，于是欧盟推 

定案件中所有中国应诉厂商在税负上存在重大政府 

干预。

4.  基于内部成员政治背景的考量要素关联度 

分析 

“目前或曾经为完全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 
F6”和“重要股东、董事会成员或高管人员为国家任 

命、具有国家背景或为党员 F7”显示较强关联，反映 

欧盟认为应诉厂商的国有性质与其重要内部人员的背 

景相关。我们认为原因是欧盟认为中国厂商会利用其 

重要内部人员的政治资源，比如重要股东、董事会成 

员或管理人员的政治关系或渠道，通过游说等方式来 

影响政府决策，从而获得超越欧盟同类竞争对手的比 

较优势 [15] 。欧盟在判定实践中限制的不仅仅是国有企 

业，即使是已经完成市场化改制的企业，甚至是非国 

有企业，只要其董事会成员或高管层具有政府背景， 

甚至只要为党员，都有可能被欧盟按照国有企业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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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存在政府干预。 就拿 2007年过二硫酸盐案件中一家 

应诉厂商来说，尽管在调查期间该应诉厂商早已完成 

私有化改制且高管成员政治面貌与应诉厂商是否存在 

重大政府干预无实质关系， 欧盟仍然以其在 2000年前 

为国有企业且高管层有三名成员为共产党员为理由推 

定其存在政府干预。 
5. 基于股权转移的考量要素关联度分析 

除以上 9 个主要考量要素的关联度外，我们还发 

现“重要股东从政府获得股份  F13”和“政府或政府 

背景的组织提供初始组建资产或以后增资  F14”显示 

较稳定的中等偏弱关联度。我们认为原因是欧盟认为 

应诉厂商未能证明国有股份或资产的转移是按照市场 

条件进行的。比如 2010年光面纸案件中，一家具有政 

府背景的基金以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和现金方式成 

为一家应诉厂商的股东，之后股权发生转移，但厂商 

提交不出相关股份独立估值并按市场价格转移的证 

据，也提交不出股权转移费用的凭证，于是欧盟认为 

一家“可以避开股权转移费用、在其资本中使用高估 

或低估的资产并执行了一项没有合理经济解释的国有 

股权转移的厂商可以合理判断其商业决策存在直接国 

家干预” 。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第一，欧盟对中国厂商市场经济地位标准 1的考 

虑要素过于宽泛，而厂商集中分布在少数要素上，且 

要大部分要素之间关联度弱，说明众多要素可能并非 

测量同一个标准，欧盟对中国厂商市场经济地位的法 

律判定具有不合理、不统一和不一致性。这是由于欧 

盟市场经济地位标准的法律表述不明确，给欧盟留下 

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在判定实践中欧盟不可避 

免地滥用了这种权利，欧盟可以利用看似合法合理但 

不具备证据实质性的理由来拒绝中国厂商对市场经济 

地位的申请。 

第二，微观维度的市场经济地位判定结果并非完 

全是应诉厂商异质性带来的结果。欧盟倾向以应诉厂 

商所属的产业或主要投入上游产业的国有或集体集中 

度、产业税收优惠、产业政策性支持或补助、主要投 

入的市场定价机制等产业层面因素来推定微观维度的 

应诉厂商市场经济地位判定结果。这种以超出单个厂 

商控制范围的产业因素来推定和惩罚单个厂商“理论 

上存在显著政府干预可能性”的做法，违背了基于单 

个厂商检验的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 

第三，私营或外资性质的应诉厂商与国有或集体 

性质厂商相比不一定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倾向 

以应诉厂商的业务往来方、重要股东、高级管理人员 

或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背景来推定应诉厂商本身存在政 

府干预，而不是基于厂商本身的经营管理实质。即使 

应诉厂商是国家控制企业(第一股东为政府)，欧盟反 

倾销基本条例针对中国厂商市场经济地位的具体规定 

从表述和目的上都没有将国家控制等同于“显著国家 

干预” ， 特别是当这些由政府任命的企业决策者确实拥 

有基于其特定产业的实际经营管理经验时(比如中国 

的钢铁产业)，这种推定尤其不合理。 
(二) 政策建议 

第一，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地位是欧盟在世界 

格局上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论中国将以何种形 

式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决不能忽视欧盟和其他 
WTO 成员国通过修订国内法或采用其他形式将市场 

经济地位标准进行“改头换面”以达到继续沿用的可 

能性，应加强对中国加入议定书的解读和深入研究， 

提前思考和评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阻碍问 

题，制定好应对方案和措施；另一方面，中国应充分 

发挥外交谈判的技巧和功能，加大中国改革开放转型 

和市场化显著成就的对外宣传力度，加大与欧盟和其 

他成员国在自由化和便利化贸易投资、新科技、新能 

源和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合作，增强中国对成员国 

内部各方利益主体的影响力和互信， 为如期取得WTO 
框架下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创造条件。 

第二，发挥政府、行业协会和应诉厂商“三体” 

联动机制在应对反倾销上的功效。 实证结论启示我们， 

与其说欧盟反对的是中国厂商因政府支持性干预而形 

成的贸易比较优势，不如说是基于涉案产品产业链的 

利益争夺和战略考量。鉴于反倾销结果的公共产品特 

征，政府、行业协会和应诉厂商“三体”联动机制在 

反倾销应对上所发挥的积极功能是显著的。 

注释： 

① 成功获得欧盟MET的中国历年厂商数据来源于欧盟贸易保护 

公告搜索。中国历年遭受外国反倾销数量来源于 WTO官网。 

② 欧盟贸易保护调查公告搜索:  EC  Trade  Defence  Investigations 
Search[EB/OL].[最后访问时间:2014 年 4 月 14 日].http://trade. 
ec.europa.eu/tdi/completed.cfm；本研究在整理中国涉案产品和 

应诉厂商名单时同时参考了世界银行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和欧 

盟贸易保护调查公告数据库， 世界银行数据库是根据各国官方 

贸易数据库中披露的数据整理而来的，最新数据到 2013 年底 

（最后访问时间：2014 年 4 月 14 日），而欧盟数据库则是实 

时更新的，当两个数据库出现不一致时，本研究以欧盟数据库 

为准。 

③ 欧盟可能会对一家厂商存在两种及以上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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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由于篇幅所限，这 28 家厂商名称和性质未在正文列示，若需 

要该数据，可联系作者。 

⑤ 数量比率为调查年度上游产业某所有权性质的厂商数占产业 

厂商总数的比率， 内销率为调查年度上游产业某所有权性质的 

厂商国内销售额占该产业国内总销售额的比率， 单位内销额为 

调查年度上游产业某所有权性质的厂商国内销售额除以该所 

有权性质的厂商总数。另外，欧盟对涉案产品的调查年限通常 

为 1年，由于中国涉案产品的调查年限均为跨年度，因此测算 

了两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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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EU MET Test to Chinese firms in antidu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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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tatistically measures the correl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ET criteria 1 test results of 135 
Chinese  respondent  firms  in  74  EU  antidumping  cases  from  2003  to  2013  by  the  asymmetric  bivariat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chi  square  test  nominal  variab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ments,  the  paper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state  owned  and  collective  concentration  of  upstream  industries  of  the  export  products 
involved, industrial tax preferenc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key personnel and holding transferring to the MET tes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roblem of arbitrary from discretion exists in the MET practical test. The MET test results of micro 
level  are not  only  due  to  firm heterogeneity  defined  in EU  antidumping  rules. The  foreign  and  private  firms are not 
more favored than the stated owned and collective firms to get MET. 
Key Words: EU; market economy status; legal judgment; factors; antidu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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